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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判的纠正与再审

熊秋红

　　内容提要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 ,错判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实

行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同 ,中国的刑事司法中奉行有错必纠原则。不受限制的有错必纠

导致刑事追诉的恣意化、程序正义的牺牲和诉讼形态的虚化。在中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不仅需要

树立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观念 ,而且需要大幅度降低有待再审纠错的案件数量 ,

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加以改造 ,使其功能定位在对残留错判的“非常救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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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 ,促进中国法律

与《公约 》的要求相协调因而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趋势。从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 ,其

中大部分内容与《公约》的要求相吻合或基本吻合 ,也有少数规定与《公约 》的要求存在冲突。中国构建

审判监督程序所奉行的有错必纠原则与《公约 》所规定的禁止双重危险或一事不再理原则之间存在明

显冲突 ,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立法精神和立法观念上 ,而且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上。应否以及如何按

照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要求重构中国的审判监督程序因而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

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一个较为疑难的问题。本文拟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刑事司法中的错判

人们都希望在一个公正而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中 ,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显示

出比被告人的无罪主张更为可信 ;法官能够给予被告人恰如其分的定罪和量刑 ,做到定性准确 ,量刑适

当。但是 ,刑事错判往往是不可避免的。造成错判的原因多种多样 :刑事案件的亲历者 ———被告人、被

害人、证人的记忆常常短暂易逝 ,而且可能被情绪所蒙蔽 ;强烈的诱因促使控方和辩方对现实的不同说

法进行筛选 ;伪科学和冒牌专家可能会使鉴定结论发生错误 ;法官因为对规范理解上的偏误而导致法律

适用的不当 ,或是因为对案件中的其他社会因素认识不足而导致对案件整体把握失准 ;此外 ,伪造证据、

警察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均可能造成法院的司法裁判发生错误。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 ,人们常常将通过二审或再审改判的案件 ,一概视为错判 (错案 ) ,并因此追究

法官的责任。〔1 〕这里所说的“错判 ”,实际上不恰当地包含了因法律和事实认知的相同或不同而导致的

判决的多样选择情形。在司法过程中 ,判决错误与判决选择之间存在相对的区分。法官由于对案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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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参见张志铭等 :“被二审再审改判是不是‘错案’?”,《人民法院报》2004年 3月 9日第 3版。



实的错误认定 ,或者适用法律不当 ,的确可能出现错判的问题。但是 ,法官对案件事实和案件适用的法

律可能有、也应该会有不同的认知。因此 ,在法律和事实认知与案件判决之间 ,完全可能有各种不同的

组合 :同样的认知 ,同样的判决 ;同样的认知 ,不同的判决 ;不同的认知 ,不同的判决 ;不同的认知 ,同样的

判决。显然 ,这种差别不能与错误画等号。〔2 〕司法过程中事实和法律认知的多样性 ,要求我们必须谨

慎地使用“错判 ”这一概念 ,有学者甚至提出 ,在司法审判领域应当摒弃“错案 ”这一说法。〔3 〕但是 ,只

要我们对事实和法律的确定性尚存信心 ,只要我们坚持法律和事实认知的一致性 ,我们便无法否认司法

实践中“错判 ”的真实存在 ,对错判的预防与纠正也因此成为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此方面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有错必纠原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

二　禁止双重危险与有错必纠

《公约》第 14条第 7款规定 :“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 ,不得

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该款规定被称为“禁止双重危险 ”( the p rohibition on double jeopardy)原

则 ,又称“一事不再理 ”( ne bis in idem )原则 ,或“既判力 ”( res judicata)原则。除了《公约 》之外 ,《美洲

人权公约 》第 8条第 4款和《欧洲人权公约 》第七议定书第 4条也规定了该原则。

作为一项十分古老的诉讼原则 ,一事不再理起源于罗马法。乌尔比安在《论尤里亚和帕比亚法 》中

说“已决案被视为真理 ”。〔4 〕大陆法系国家沿用这一原则 ,要求“对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 ,除

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再行起诉或者受理 ”。〔5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主要在英美法系国家使用。美国联

邦宪法第 5条修正案规定 :“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犯罪而被迫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根据《布

莱克法律辞典 》的解释 ,“普通法和宪法 (第 5条修正案 )禁止对同一犯罪第一次审判之后进行第二次追

诉。⋯⋯这一咒语是为了避免并非必然导致双重处罚的双重审判和双重起诉。”〔6 〕一事不再理或禁止

双重危险原则自产生以来 ,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据统计 ,截至 20世纪 90年代初 ,禁止

双重危险原则至少已在 50多个国家的宪法中得到了确立。〔7 〕

滥觞于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之所以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其原因首先在于 :它深刻地揭示

了诉讼活动的内在规律。“既判力 ”是这一原则所包含的核心概念 ,透过这一概念所要说明的 ,其实是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诉讼因当事人双方发生争执而启动 ,解决争执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结局 ,不能悬

而不定 ,没完没了。“终局性 ”是诉讼本身的固有要求。一事不再理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它有利于维护

生效裁判的稳定性 ,进而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就同一事实进行多次重复的起诉和

审判 ,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原则。

英美法中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注入了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内涵。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明确解释为包括“三项独立的宪法性保护 ”,即“它保障无罪判决之后不得就同

一罪行进行第二次追诉 ;它也保障在有罪判决之后不得就同一罪行进行第二次追诉 ;它还保障不得就同

一罪行施以多次惩罚 ”。〔8 〕 1957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布莱克在格林诉美国 ( Green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指出 :“ (关于禁止双重危险的第 5条宪法修正案 )其宗旨在于保护个人免遭因某

一被指控的犯罪不止一次地被强行置于审判的危险之中而被作出可能的有罪判决 ⋯⋯ (禁止双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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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 )深层理念 ———一种至少在盎格鲁 ———美利坚的法律原则体系中深深根植的理念是 ,拥有各种资

源和权力的国家不应当被允许因为一个公民一项被指控的犯罪 ,而反复作出试图使他得到定罪的努力 ,

以致把他置于尴尬、消耗和使其意志遭受痛苦磨难的状态之中 ,迫使他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焦灼和不安全

状态之中 ,同时增加即便他无罪 ,但也会被判定有罪的可能性。”〔9 〕可见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意义在

于 :限制国家的追诉权、减轻被告人因刑事审判过程带来的痛苦、减少被告人被错误定罪的可能性。

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为刑事司法中的错判纠正划定了界限 :原则上已生效裁判不得以

纠错为由随意加以改变 ;在例外情况下重新启动程序 ,纠正错误裁判 ,应当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

在中国的刑事司法中奉行“有错必纠 ”原则。所谓有错必纠 ,是指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如果发生了

裁判错误 ,就应予以纠正 ;不仅不应当为这种纠正设置任何限制 ,反而应当为这种纠正提供制度和程序

上的保障。“一事不再理 ”或者“禁止双重危险 ”不能成为阻碍纠错的正当理由。“既然是有错必纠 ,那

么 ,错误属于什么性质 ,发生于什么时间 ,对纠正来说 ,都不可能是一种限制的理由。”〔10〕为了追求真实

发现、纠正错误裁判 ,诸如裁判的确定性、既判力、判决的稳定性、法的安定性、国家刑罚权的节制、被告

人不受双重危险等等理念纷纷退居第二位。人们很难设想 ,如果发现了司法裁判的错误 ,尤其是放纵或

宽宥犯罪的错误 ,却因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存在而不允许纠正。由于在司法过程中判决错误与判决

选择有时难以决然区分 ,因此 ,有错必纠可能成为对任何一个刑事案件发动再审的正当理由。

以有错必纠原则为指导所构建的中国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启动主体的多元性与

权力偏向性。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 ,启动再审的法定途径有两个 :一是法院自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

二是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抗诉。检察机关再审抗诉一经提起 ,法院必须开始再审程序。此外 ,当事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的 ,可以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申诉 ;申诉并

不必然具有引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效力 ,是否启动再审的权力在法院或检察院。第二 ,启动事由的模糊性

与随意性。无论是法院自行提起的再审 ,还是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提起的再审 ,都没有明确的理由限

制 ,而只有笼统的“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的规定。这使得再审的发动具有较大的

任意性和随机性 ,也导致法院或检察院在发动再审方面 ,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第三 ,权利保障视角的

严重缺位。这不仅体现在再审程序的启动方面 ,控辩双方权利明显不对等 ,而且体现在关于再审理由的

规定中 ,未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还体现在对于再审程序的裁判 ,未施加“禁

止做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 ”之限制 ———即使该再审是因为被告方提出申诉而启动。第四 ,事实问题与法

律问题适用同一程序解决。审判监督程序大体囊括了法、日等国的“再审程序 ”和“非常上诉程序 ”或

“非常上告程序 ”,将裁判中存在的认定事实上的错误与适用法律上的错误采用相同的程序予以纠正。

通说认为 ,这种做法摒弃了国外那种繁琐的规定 ,审判程序简便、划一 ,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掌握 ,便于

当事人参加诉讼 ,也有利于法院在事实与法律的全面审查中发现原判的错误 ,从而彻底纠正错误。〔11〕

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再审纠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历年来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中 ,得到鲜明的印

象。〔12〕中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大量错误 (包括生效裁判的错误 )需要纠正的现实 ,为有错必纠观念的生

成与强化提供了土壤。反过来 ,因为奉行有错必纠原则 ,导致审判监督程序的任意启动 ,从而使得提起

再审成为纠正错判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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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参见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三　解决错判问题的基本思路

刑事司法实践中“错判 ”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是 :刑事司法系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关注

错判的可能性 ? 它又应该如何作出回应 ? 刑事司法对于真实发现的追求、对于法律正确适用的追求 ,使

我们对错判问题不能等闲视之。通过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错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结合对中国刑

事司法状况的观察 ,笔者认为 ,解决错判问题 ,应当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

第一 , 预防重于补救。如同对犯罪的治理预防重于惩罚一样 ,对错判问题的解决也应采取预防为

主、补救为辅的策略。完备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制约与监督机制的健全等 ,均

有助于预防和减少错判的发生。司法实践的情况表明 ,错判的发生 ,往往与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中的

失误有密切的关系。因此 ,提高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质量是解决错判问题的重要方面。禁止双重危

险原则在英美的确立 ,蕴含着这样的思考 :“如果允许控诉方对判决无罪的被告人再次进行起诉 ,那么 ,

这将不利于调动追诉人员在第一次审判前竭尽全力地进行侦查或调查 ,不利于促使控诉方在第一次审

判时尽可能做好提起和支持起诉的工作。因为 ,他们可以认为 ,即使这一次失败 ,反正今后还有机会重

新起诉。如果法律规定 ,对被告人的某一犯罪只有一次追诉的机会 ,那么 ,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将会增

强追诉人员工作的勤勉程度 ,督促和激励追诉人员注重工作效率 ,彻底查办案件。”〔13〕正所谓“解决问题

最有效的办法应是预防 ,而不是补救 ”。实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有利于激励有效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第二 ,普通救济重于非常救济。即使采取了完备的预防措施 ,一审裁判仍然可能发生错误。在这种

情况下 ,就需要设立救济程序对于原审裁判进行监督。在大陆法系国家 ,救济程序有普通救济程序与非

常救济程序之分 ,前者针对未生效的裁判 ,后者针对已生效的裁判。在英美法系国家 ,不存在普通救济

程序与非常救济程序的划分 ,英国上诉法院对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移送案件的复审 ,带有“非常救济 ”

的意味。〔14〕各国 (或地区 )普通救济程序在具体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在审级制度上有两审终审

与三审终审之分 ,不同的审级之间又有事实审与法律审之别。在英美法国家 ,上诉审程序中改判的理由

仅限于法律适用问题。事实问题交由初审法院决定 ,因为初审法官和陪审团亲眼观察了证人作证的过

程 ,聆听了对证人的询问和交叉询问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判断。在大陆法系的德

国 ,第二审程序参照第一审程序设计 ,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采取复审制 ,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全面

审查 ,第二审法院可以推翻第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自行作出裁判 ;第三审则为法律审 ,旨在

解决原审裁判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前苏联采取两审终审制 ,上诉审为法律审 ,不能对证据和事

实问题作出新的认定 ,事实问题只能采取发回重审的方式 ;现行的俄罗斯刑诉法典采取类似于德国的三

审终审制。中国台湾地区也采取类似德国的三级三审制 ,但采用简易判决程序时 ,采取二审终结制 ,轻

罪也不得上诉三审。〔15〕

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救济程序的规定体现出实体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主义两种理念对救济程序的

影响。追求实体真实发现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除了设置非常救济程序之外 ,还注重通过合理的审级

制度来解决对一审错判的救济问题。笔者认为 ,如果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再审案件 ,那至少说明 ,现

行普通救济程序未能有效担当纠正错判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 ,解决错判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放宽对

于再审的限制 ,而在于重新构建合理的审级制度并修正现行普通救济程序的缺陷。纠正错判的任务应

当主要由普通救济程序承担 ,因为再审纠错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它损害的是司法裁判的终局性。

第三 ,有利被告的纠错重于不利被告的纠错。不论在刑事司法程序的每个阶段如何费尽心机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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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7〕,张毅书 ,第 76页。

参见 [英 ]麦克·麦康维尔 :“刑事案件的再审 :英格兰及威尔士的经验”,载陈光中主编 :《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 》,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3页以下。

参见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下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16页以下。



错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非常救济程序是为了纠正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残留错误 ”而设立的。非常救

济程序的设立 ,是对刑事诉讼中发现实体真实、遵守法治程序、维护法安定性等目的进行权衡的结果。

“纵使诉讼程序有所瑕疵或裁判结果认定出入 ,基于法安定性的考量 ,原则上不容再行争执 ;然而 ,太过

坚持法安定性 ,不但可能阻绝真实发现 ,甚且可能坐视法治程序的重大违反。为了避免过度牺牲其中任

何一项目的 ,现行立法所寻找的平衡点在于原则上承认裁判的确定力 ,但在合乎严格要件的例外情形 ,

容许非常救济程序来排除裁判的实体确定力。”〔16〕

一些国家在设计非常救济程序时 ,普遍贯彻了“有利被告的纠错重于不利被告的纠错 ”的指导思

想。这种指导思想是刑事诉讼中有利被告原则的逻辑蕴含。有利被告原则虽然未明文写入各国的刑事

诉讼法 ,但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设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上诉不加刑等均体

现了该原则的精神。当然 ,“有利被告 ”并非绝对性的 ,它受到法定条件的限制。在非常救济程序中之

所以要贯彻有利被告原则 ,其主要原因在于 : (1)减少被告人对不确定的司法裁判的恐惧 ,避免一个人

一旦受到刑事追诉 ,将永远面临被再次追究的危险 ; (2)减少错误定罪的风险 ;〔17〕(3)激励有效的侦查、

起诉和审判。一些国家法律严格限制不利于被告的再审 ,甚至完全禁止不利于被告的再审 ;至于有利于

被告的再审 ,则普遍予以认可 ,因为对司法裁判既判力的维护 ,不能以显在的误罚无辜为代价。

四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中国之确立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也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

《刑事诉讼法 》中的一项内容。虽然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 》尚未肯定这项原则 ,然而 ,随着中国对《公

约 》的签署和未来的批准 ,可以说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中肯定这项原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第一 ,在中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首先需要解决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是指

导中国各项工作的基本原则 ,也是指导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从普遍的、一般的意义上讲 ,奉行实

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 ,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将它机械地适用于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 ,则是一种貌

似全面、实则懒惰的做法 ,有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之嫌。这种做法未建立在对刑事诉讼规律进行深刻把

握的基础之上 ,它忽视了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实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忽视了司法活动中事实认知与法

律认知的多样性、忽视了稳定的司法裁判对于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性、忽视了裁判的确定性对于被追诉

者的意义。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有利被告原则相冲突 ,它使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上诉

不加刑、禁止双重危险等原则难以有存在的空间。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由于不加分析地奉行有错

必纠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刑事追诉的恣意化、程序正义的牺牲以及诉讼形态的虚置化 ,〔18〕最终使

我们的刑事司法与实现法治的目标之间产生了背离 ,因为刑事法治的核心内容在于保障人权 ,尤其是被

追诉者的人权。

尽管我们在观念上排斥有利被告原则 ,但实际上该原则的某些内容已为中国《刑事诉讼法 》中的一

些规定所肯定。例如 ,《刑事诉讼法 》第 12条关于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第 46条

有关确认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条件的限制、第 162条有关判决被告人有罪和无罪的证据条件并不对等的

规定等。这些规定已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有利被告原则的合理性。在中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必

须摒弃有错必纠的绝对化做法 ,树立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性、保障被告人的人权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

第二 ,在中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需要大幅度降低有待再审纠错的案件数量。从中国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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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上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2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斯科特案中指出 :“无论一个无罪判决的错误有多严重 ,在宣告无罪后允许再一次审判 ,都将导致一种不

可接受的高风险 ,即政府凭借其巨大的优势可能导致被告人身心疲惫 ,即使无辜 ,也可能被认定有罪。”参见前引〔8〕, [美 ]伟

恩·R·拉费弗等书 ,第 1300页。

参见陈瑞华 :《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44页以下。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所提供的数据看 ,每年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抗诉、当事人提出申诉、人

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的案件数量十分惊人 ,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效裁判发生错误在中国的刑事司法

实践中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实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任由大量的错判存在 ,置之不理 ,当然不是解决

问题的有效方式。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其一是裁判的稳定性 ;其二是裁判的公正性

或正确性。如果大量的错误裁判得不到纠正 ,立法试图通过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来维护司法权威性

的初衷将很难实现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基础。

近些年来 ,中国媒体相继报道了多起引发广泛争论的刑事案件 ,暴露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 ,包括 :侦查行为严重违背刑事诉讼程序、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得不到排除、辩护律师正确的辩

护意见得不到采纳、疑案从轻、判决书不重视说理、舆论审判、死刑复核程序虚置 ,等等。这些问题是造

成错判的重要原因。预防和减少错判 ,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提高侦查、起诉和审判质量。如果一审

裁判存在错误 ,可以通过上诉程序予以纠正。在再审案件比例过大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对部分重大、复

杂、疑难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可以设想 ,在中国 ,假如侦查、起诉、审判质量能够得到改善 ,二审程序能

够真正做到开庭审理 ,部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能够采取三审终审 ,那么 ,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生效裁

判错误的情况必将大大减少 ,再审程序所面临的纠错压力也将随之大大缓解。只有如此 ,禁止双重危险

原则才有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 ,在中国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需要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加以改造。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在启

动再审、尤其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方面过于随意 ,背离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精神。按照禁止双重危

险原则的要求 ,审判监督程序应当作为“非常救济程序 ”存在 ,而不能作为纠正错判的常见手段 ,为此 ,

应当考虑对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予以严格限制。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 ( 1)各级法院不得对裁判

已生效的案件主动提起再审 ,而只能被动地接受和审查由检察机关或原审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 ;也有

学者主张保留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力 ,但应限定为 :法院只能主动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 ( 2)废

除现行检察机关的再审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的规定 ,检察机关和原审被告人应当享有大体平等的再审申

请权 ; (3)改变以统一的审判监督程序同时解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做法 ,明确区分针对认定事实错

误的再审程序和针对适用法律错误的非常抗诉程序 ,促进非常救济程序的科学化、精细化 ; ( 4)将再审

分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二者均需在法律所规定的特殊情形下方能提起 ;对不

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当施加更加严格的条件限制 ,不宜以发现新证据为由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

(5)非常抗诉仅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 ,旨在统一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 ,被告人不应

因非常抗诉程序而遭受对其不利的结果。

[ Abstract] 　 In the p ractice of crim inal justice, the existence of erroneous judgments is an undisputed

fact. Unlike countries of civil and common law system s, which follow the p rincip les of non bis in idem and p ro2
hibition of double jeopardy, China imp lements the p rincip le that all wrongs must corrected. The unrestricted

imp lementation of the p rincip le of correction of all wrongs will lead to arbitrary penal p rosecution, and sacrifice

of p rocedural justi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p rincip le of p rohibition of double jeopardy in China, it is neces2
sary not only to establish and uphold the concep ts of stability of judicial decisions and p 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accused, but also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cases that need to be retried or corrected.

On the above basis, the current trial supervision p rocedure need be reformed to make it an“extraordinary rem2
edy”for the remaining erroneous judgments.

(责任编辑 :雨 　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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